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 ,也随着书法越来越摆脱泛泛的文字书写而走向专业化的艺术创作 ,“新帖学”的理念自然而然

地脱颖而出。由对传统“帖学”的研究所得出的“行草手札”、“名家”、“墨迹”的几个定义支点 ,也随即获得了真正的

学术梳理并被理性地对比出过往的旧涵义与今后的新涵义之间的差异。立足于“新帖学”的视角 ,分析出它在以刻拓

为参照的“旧帖学”基础上的新的发展指向 , 从而形成今后以墨迹与仿真印刷为参照基础的“新帖学”的基本发展轨

迹 ,这是当下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

一、发现“帖学”

( 一)“帖”与“帖学”

讨论帖学与“新帖学”, 必须对“帖”、“帖学”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在当下的应用形

态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与认知。更进一步,还应该对“帖学”提出的文化背景与书法艺术背景进行

历史性研讨。也就是说:要尽量对作为标准概念( 通用概念) 的“帖”学,与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涵

义与特殊针对性的“帖学”,进行学理分析并区别出其间的差异。

提出“帖”的专门概念而不仅仅是限于作为一般名词的“帖札”、“书帖”,并刻意为之设立

一个对立面“碑”, 将“帖”与“碑”视为双峰对峙的阳刚阴柔两极 , 这样的认识模式的形成 , 并

不是在号为“帖学”祖宗的东晋王羲之时代 ,而要晚至清代中叶“碑学”兴起的阮元、包世臣、钱

泳、邓石如时代。换言之:“帖学”这个名称,首先是由它的对头冤家“碑学”大师们提出来的。这

种滑稽的现象,正应了一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

问题恰恰是在于:当二王手札帖括之学盛行天下的东晋时代,其实碑版也早已盛行于世。且

不论秦碣汉碑的篆隶书早已风行了几百年 , 即使是东晋时代以下的各种南朝碑志如 《爨宝子

碑》、《瘞鹤铭》、《萧憺碑》、《刘怀民墓志》等,其书体已是较成熟的楷法 ,而在南北朝对峙的约

一百八十年间 , 北朝尚碑、南朝崇帖 , 即使是南朝这个时空区域中 , 也有南朝碑志与南朝帖札的

对比。至于隋唐以下,丰碑大额与墨迹书帖之间的交错行进,构成了两千多年书法史的基本发展

“新帖学”的学术来源与实践倡导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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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印刷术兴起对中国书法发展的重大影响 ,早在 2000年之际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早期雕版印刷发明与楷书书

体成形后不再产生新书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论文题为《楷书成形后书体演进史走向终结的历史原因初探———书

法与印刷术关系之研究》, 原文曾在第四届国际书学研究大会( 日本) 上宣读 , 收入《国际书学研究 2000》论文

集( 日本书学书道史学会编、日本萱原书房出版) ,该文讨论印刷术与刻帖及“帖学”的关系 , 可视为关于印刷术

与书法研究的又一新的学术视角。

② 阮元为经学大家 ,讨论书法中的南北书派其实是他的余兴。他的煌煌巨业 , 主要是《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

这样的传世名著。

格局。既然自古以来 ,“碑”“帖”一直是客观的事实存在 ,为什么古人如此迟钝 ,要到将近一千

五百年后的清代乾、嘉时期 ,才由阮元等人率先提出“帖学”与“碑学”这一对范畴 ,而且还是站

在提倡“碑学”的反面立场上才提出来?

从实用的书法向文化的书法艺术的书法转变,其最主要的催化剂是“人”。书法家作为文人

士大夫的优越地位与自我意识 , 书法在日常生活应用中的多取帖札之式 , 印刷术兴起使刻碑拓

制作为传播必备手段的逐渐失效①⋯⋯各种正面的或反面的因素在此中综合作用于历史认识 ,

从而使书写行为的展现,不再取记录永恒式的碑碣而取传递便捷的书帖形式。书法的历史,成了

单一的墨迹书写的历史而不复原有的丰富的碑版刻拓与墨迹书写的历史。或更贴切地说 :则是

墨迹书写( 文化行为) 为主而碑版刻拓( 工匠行为) 为次的历史。而在一个文人墨迹书帖为主导

的文化史形态中 , 碑版被不断边缘化 ;“帖”成了几乎惟一的书法方式———自宋元明清以来 , 书

写帖札的文人士大夫书法家 ,向来自认是正宗。无论是扩大为中堂、对联、条幅、长卷等 ,但都还

是墨迹帖括而不是碑版刻拓 , 于是 , 书法史成了帖札史 ;而碑版刻拓 , 几乎在书法的主舞台上消

失,只是在实用的为祖宗为德行树碑立传方面才偶一用之而已。

如果不是乾、嘉金石考据之学兴起与地下出土碑碣墓志的增多 ,即使是博学的阮元 ,日常交

往的书札也皆是“帖”而不会是“碑”,用来纂《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的 ,也一定是帖札书

写而不可能是碑版刻拓②。从这个意义上说 ,只要限于日常的文字书写应用状态 ,清代书法家应

该与宋元明书法家一样 ,不可能去发现“帖札”之外还有一个“碑拓”世界。那么 ,惟一的可能 ,

应该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脉络的重新梳理与重新认识 , 或是出于对书法艺术发展模式的重新把

握。如果没有这些相对突兀的、另类的思考动机与目的 , 如果没有作为历史学者的探赜索隐的

“怪癖”, 几百年来的书法家 , 本无必要也没有机会去提出一个“碑学”, 并由“碑学”再顺势推

出一个“帖学”的概念来。在他们而言,每天书写的帖札墨迹,是题中应有之义,它本来即笼罩一

切 , 根本没有必要去以一个“学”来自囿 , 更不必再以一个陌生之甚的“碑学”来与本身即为主

导的“帖学”平分秋色。

“帖学”概念的被提出 , 意味着原来作为单一主流一统天下的帖札墨迹从至高的地位上坠

落下来,成为一个与新兴的“碑学”分割天下、南北分治的一端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 ,“帖学”

的被提出不但不是墨迹书法在原有一统天下状态下的再上层楼 ,而是墨迹书法的原有地盘被弱

化并沦为两端之一的“局部化”的结果。它,应该是一个相对“不幸”的萎缩的结果。

( 二) 刻帖的产生:“帖”而成“学”

提出“碑学”新理念并进而推衍出“帖学”概念的首倡者,是阮元。他的《南帖北碑论》、《南

北书派论》是整个书法史上最经典的理论文献之一。他的同道钱泳,也有一段论述 ,说得尤其简

明扼要。兹各引如下: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阮元)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 钱泳)

对这两段经典之论的解读,将会使我们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更丰富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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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所谓的南派与北派 , 抛开作为风格叙述的“江左风流、疏放妍妙”,“中原古法 , 厚重端

严”之外,这“宜于启牍”相对于“碑榜”而言,指的当然是墨迹手札即亲笔所书。在钱泳的时代,

大量启牍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 即使在“南派”即魏晋南北朝时代 ,“碑榜”自不用说 ,“启牍”

则可以从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洽、王慈及陆机、张翰、谢安等的存在( 无论是摹本还是原迹)

中获得证明。因此,作为对当时书法南北分派的一个事实叙述,它并无任何问题。阮元的“帖”指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碑”指“界格方严、法书深刻”,本来说的也是同一回事。

但追溯历史事实是一回事,而梳理出学术系统又是另一回事。在魏晋时期,“帖”是“意态挥

洒”,在唐宋尤其宋以后,作为“帖学”系统之帖,也都是理所当然地“意态挥洒”吗? 我们只要想

到:能看到二王及魏晋名作的墨迹或摹本的 ,只是大藏家或皇宫内府的极少部分人 ,这部分人是

构不成一个派或一个帖学之“学”的。在没有印刷术传播渠道的古代 ,要把这短笺长卷、意态挥

洒的“帖”向大众士子传播并进而依靠他们形成“帖学”传统 ,唐宋人发明了刻帖。先用枣木板

后用石板镌刻 , 再通过拓墨来复制传播 , 于是 ,“意态挥洒”的“帖”的风范神采 , 竟要靠刻拓这

种“碑”的技术手段来存世———阮元说“法书深刻”是“碑据其胜”之由 ,但岂止是碑 , 法帖墨迹

上石刻拓,不同样是“法书深刻”的类型?

在两晋时代,“帖”本身是“意态挥洒”而不“法书深刻”的。但在后世千年之间,“帖学”系

统的成立 ,却是靠着“法书深刻”的刻拓技术手段 ,才得以保存“意态挥洒”之美 ,这同样是个不

争的历史事实。由是,“南帖北碑论”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帖”的事实叙述,但肯定不适用于后世

作为传统的“帖学”这一对象:因为在“帖学”承传中 ,使用的恰恰是“法书深刻”的碑的复制传

播技术手段。

“意态挥洒”的帖札神采为里 ,“法书深刻”的刻拓技术与物质材料选取为表 , 构成了横贯

两千年“帖学”的基本特征。仅仅看到“意态挥洒”的风格神采 , 以为它与墨迹帖札的“意态挥

洒”可作同等观或根本就是一回事 , 那其实是误解了技术、材料、形式对书法艺术的“物质第一

性”的根本制约作用,说到底,也即是对“帖学”这一传统的“误读”。但在过去,这样有意无意的

“误读”并不少见。

( 三) 刻帖与印刷传播:“帖学”的社会动力

走向“帖学”, 即使是因为缺乏印刷传播手段而不得不采用“碑版”式的刻拓手段 , 但它最

终还是为了追寻、揣摩古代法帖的神采韵致或还有基本技法形态的目的。当然,透过刻拓即虚空

线条中心而沿刻两边的技术 , 我们对线条质感、肌理、立体感的认知能力会严重钝化与弱化 , 会

逐渐使本来很敏锐的线条感受空壳化与平面化。这是以刻拓为主体的“帖学”为书法史带来的

最大问题———在解决了图像印刷技术落后而不得不借助于刻拓的传播困难问题的同时 , 也必然

因刻拓的传播技术限制而使书法的线条精髓“水土流失”, 这或许即是“有一得必有一失”之

意。

直到近代西风东渐 , 首先 , 是依托近代报刊传播而盛行起来的木刻图像版籍如《芥子园画

谱》、《张子祥画谱》之类的崛起,再进化到西方印刷技术特别是图像印刷技术( 如珂 版技术)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流行开来,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80年代相对高精度的黑白印

刷、90年代后期风行天下的彩色印刷等 , 中国近代的图像传播、印刷技术进化 , 经历了上述大约

四个历史阶段。而书法经典的传播,也在这四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日趋成熟①。如果说:在古代书

法到清末为止的以石刻、拓墨技术为主的阶段 , 和木版刻线即如古籍插图与木版画谱样式的阶

段 , 书法碑版的拓制并未受太大影响 , 但书法墨迹手札之类的传播 , 却是受到较为明显的限制

的———书法图像的整体质量不高 ,而书法中最关键的线条图像的传达更有相当的困难。从珂

① 关于印刷术的研究 , 目下大都是限于文献学的立场 , 关注点是在于文字传播的印刷 , 但其实 , 还应该有关于图像

传播历史或图像印刷技术史的研究。我过去曾于此稍有关注 ,也收集了一些资料 ,希望能结合百年西学东渐的历

史背景 ,对此有一些较为成熟的思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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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到黑白印刷,书法线条图像的质量传达,有了明显的技术上的转机。到了当下的彩色印刷技术

与仿真和数码技术的发达,书法经典图像特别是线条图像 ,才真正达到了保质保量、可以真实反

映原貌的境界。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今天的高科技印刷水平的保证,我们也才会有机会对自宋刻

帖以降的“帖学”传统进行有价值的反省与检讨 , 并对古代“帖学”承传却依赖碑版式的“刻

拓”技术的有趣现象进行学术梳理。可以说:没有今天彩色印刷对书法图像信息的充分传递这个

相对的“终点”,我们就不可能据此对历来“帖学”发生的起点与过程点有如此清醒与深刻的认

识。

对既有的古代帖学传统进行反省 , 是为了今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重新阐

释传统。在目前,最关键的还在于清楚地提出一个思考结论:从刻帖拓帖到彩色印刷法帖的将近

一千年历史进程中,我们心目中的传统的涵义,是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刻帖的拓本线条平面

化空虚化是一种传统 , 它造就了从赵孟頫到董其昌的平推平拖线条技巧样式 ;而通过彩色印刷

反映出来的线形线质线律的丰富多变及“衅扭”、“裹束”、“绞转”也是一种传统①,它将会造就

今后书法家学习古典的另一种复古为新的技巧样式。当然,这仍然是“帖学”的历史的延续。但

它已经不是自宋代以来以刻帖为基础的“旧帖学”, 而反映与构成为自当代以仿真印刷经典重

现所必然导致的“新帖学”。新帖学仍然是对旧帖学的承续、发扬与升华 ,但新帖学与旧帖学之

间,会有相当明显的认识差异与技术指标差异。

“新帖学”概念的被提出与被确立,是新一轮学术思想旅行的出发点。

二、“帖学”的几个要素与“新帖学”的立场

由“新帖学”概念的提出 ,又必须寻找既有“帖学”( 旧帖学) 概念的大致内容、涵义及定义

的边界与核心内容 ,以使我们对“新”“旧”帖学的存在原点与今后发展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基础。

对旧“帖学”在乾嘉时期金石碑版学家心目中的概念内涵外延的定位 , 历来少有人进行专

门的学术探究。而且检诸古籍文献 ,所谓的“碑学”、“帖学”,本身即是一些模糊性很强的概念

名称群组。落实到“帖学”,给出精确意义上的定义非常困难 ,但从各种用例中大致归纳出几个

约定俗成的构成元素,却是可行的做法。

通常而言,一提到“帖学”,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在心中浮现出如下一些信息内容:

1. 书法风格,应该是以二王为标志,以宋元文人书法为主要存在方式的特定风格形态。它的

特征 , 是以尺牍、手札、短笺、手卷为表达形式 , 反映书写者的书卷气与文人士大夫气的行札、行

草书。

2. 书法家身份 ,应该是以晋与宋元以后有较高社会身份的文士型官僚与名家为主。刻凿工

匠与誊抄书手等肯定不在其例。由是:一部帖学史首先即反映为一部“名家史”。它与先秦两汉

时的以作品为主的“名作史”的格局,有明显的差异。

3. 书法物质载体 ,应该是以墨迹书写为主。亲笔书写的行为方式 ,与墨迹书作的存在方式 ,

是帖学的基本特征。在纸张盛行、书写作为基本文化表达渠道的自两晋到唐宋元明清,这是一个

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的内容。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经典的传播需求,刻帖本属多此一举。当

然反过来的说明是:“帖”而要刻,是出于应用的需要而不是“帖”本身的需要。它是临时的权变

而不是永恒的根本。

4. 书法文化规定:是基于社会文化的走向庶民大众。比如针对魏晋门阀制度的唐宋尤其是

① 关于晋人笔法中的“衅扭”、“裹束”、“绞转”之古法的研究 , 参见拙文《从唐摹“晋帖”看魏晋笔法之本相———

关于日本藏《孔侍中》《丧乱》诸帖引出的话题》,原载《上海文博》2006年第 2期。我也曾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

《中日书法珍品国宝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此文作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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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科举考试的推行;以诗文取士方式的传承一千多年 ;寒门贫士通过科考进入官场 , 书写( 书

法) 成了一个必需的台阶与门限 ;宋以后社会各界对书写文化价值的高度期待并与书写者( 书

法家) 本人文化学术层次对应起来评判的风气⋯⋯所有这些 , 都构成了一种“帖”之为“学”的

文脉上的依据与理由。

清代乾、嘉以来倡导北碑篆隶的金石考据学家心目中的“帖学”,大致应该具备以上四项内

容。在这些内容界说中,明显能看出站在金石碑版与篆隶等等的视角上的立论意识。这,正是“帖

学”在被提出时,或即所谓“旧帖学”的基本概念与定义。

民国以降,崇尚“帖学”观的书法名家可谓多矣。但与三百年前的“旧帖学”倡导者们的立

场相比 ,民国时期的名家们并未在观念上予“帖学”以更新的含义。他们往往倾向于把“帖学”

( 或还有“碑学”) 视为一个恒定的概念来沿循。而从客观社会文化背景来看 :其时的“帖学”,

除了在第四项科举考试以催化书写( 书法) 文化的方面 , 已有相当的改观 , 其他三项即“行草手

札”、“名家”、“墨迹”,基本上并未有大的改变。“行草手札”在当代,还是汉字书写( 书法) 中

实用性最强、应用频率最高之所在。比如 ,楷书抄写已被现代印刷术取代 ,篆隶书与狂草已被视

为古文字或专门之学而难以成为社会书写文化的主导方式 , 只有行札书行草书 , 才是最具应用

性并兼容实用与审美、艺术的最佳载体。而第二项“名家”,则是近代以来书法界之得以构成一

个专业领域的主要标志。自唐宋以来横贯一千多年的书法史由名家主导的模式 ,在当代仍然获

得社会充分的尊重。至于第三项“墨迹”,则更是一种文化行为样式的顺延。我们不可能回到冶

铸( 金文) 与镌刻( 碑志) 的上古、中古时代 , 那么在纸帛上书写墨迹 , 自然是惟一的选择 :它既

是一种文化选择,更是一种社会物质意义上的技术选择。

倘若依此分析,则“帖学”本当永恒。而“新帖学”对“旧帖学”的改造与取代 ,也显得略有

哗众取宠之嫌而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总共四个条件与要素,有三个基本没变。既如是,新

帖学之“新”便无着落———大致条件相同:何“新”之有?

进一步的思考与学理分析 ,依循如下脉络而展开:第一是关于“墨迹”的社会学证明。从古

代的无论实用书写还是审美表现均采用“墨迹书写”的方式 , 到今天的实用书写已经被钢笔字

书写又再被电脑键盘敲击所取代 , 惟有艺术创作还充分保留“墨迹书写”形态的对比看 :“墨迹

书写”不再是书写的全部而只是最艺术的那一部分。看阮元、邓石如、包世臣到康有为、张裕钊、

吴昌硕 , 他们的所有书写都是“墨迹书写”, 它是一种文化方式 ;而今天我们绝大部分应用型书

写已经肯定不是“墨迹书写”, 只有在从事书法创作时才采用“墨迹书写”, 它是属于一种艺术

的专业方式。由是:古人的墨迹是自然的书写文化表达;而我们的墨迹是出于艺术创作的专门目

的。两相对比,其范围宽窄不可以道里计。

第二是关于“行草手札”的审美立场定位的证明。旧帖学的立足点,是以文人士大夫为核心

而引伸出来的书卷气、文人气 ,它是通过自然孕育而形成的。它的背景依据 ,是应用性书写本身

即是日常文化交流的必需的部分———因为书法是文化的一部分 ,书写文字传达首先即表现为文

化的传播,于是文人气、书卷气的形成与倡导,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但在今天,当书法

不仅是文化还是专业艺术创作( 它是小众化的) , 书法艺术不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而更是艺术

审美的传播,同样顺理成章的结论,则是“文人气、书卷气”不再是“帖学”惟一的选择。“行草手

札”中的行草,在旧帖学中是惟一的选项 ;而在新帖学里 , 却可能是诸多选项中的一种 , 比如楷、

隶书的略带行草意的墨迹书写 , 也许未必不能成为帖学的新形态———只要不是镌刻拓墨 , 它就

有可能是“新帖学”的一种。更比如 ,没有书卷气的民间书写与非文人书写 ,在过去重视文人气

的“帖学”眼中是不入流的 , 但现在 , 它却完全有可能成为“新帖学”的一种———总之 , 在“旧帖

学” 从二王到苏黄米蔡再到赵董以下的典范意识的对照下,“新帖学” 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态

( 而不是文化形态) ,完全有可能同时兼容非经典的庞大内容 ,从而寻找艺术创作的新的风格技

巧契机、形式契机与最关键的思想契机。

第三是关于“名家”的身份定位证明。从古代的士大夫官僚式的“名家”形态 ,到清末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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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新文化营养的近代“名家”形态 , 在书法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 , 有一些缓慢的“渐变”但并

没有根本性转变。近百年来随着书法生存方式的一系列剧变,从书斋走向展厅,从个人自娱走向

社会组织行为 ,从实用书写走向艺术审美表诉 ,从古典文学根基走向现代人文环境⋯⋯“名家”

的存在也有了更大的转换空间。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内容 ,即是“书法家”( 艺术家) 身份认同的

日趋清晰化。书法家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人,书法家首先是艺术家。书法家的书法挥写是定义为

“创作”———不是汉字书写 , 而是创作书法。在此中 , 艺术家身份的认定 , 与艺术创作行为的认

定,使今天倡导“新帖学”已充分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专业艺术创作行为①。而新帖学的名家,也必

然是一种彻底的专业艺术名家的定位 , 而非复“旧帖学”时代抱着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

自娱自乐式名家的定位。

以“行草手札”、“墨迹”、“名家”三者的名实变异 ,到对整个人文( 文脉) 大背景如科举废

除、以及社团组织化与专业化学科化之类的环境变迁 , 使我们对“新帖学”之区别于“旧帖学”

的种种历史理由与艺术理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与把握。可以说:“新帖学”在“帖学”的性质定

位方面 , 以及关于“行草手札”、“名家”、“墨迹”等概念承传方面 , 取的是继承态势 , 尽量保持

与“旧帖学”相同的立场与出发点,遵循的是同一发展原则与专业边界。这有效地保证了它能植

根于丰厚而悠久的书法传统,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同时 ,也不至于使“帖学”这一经典概

念被异化与变质。在当今书法界人必言创新之时,保持这样的冷静态度是极为重要的。

而在同时使用“行草手札”、“名家”、“墨迹”这些概念定义的同时 , 由于时替世移的社会

文化环境变化,更由于书法史自身的发展与“进化”———包括形态意义上的、技术行为意义上的

种种“进化”, 乃至书法家自身专业素质与专业视野的“进化”, 原有的“旧帖学”中的许多规

定,从性质规定到内容规定乃至行为观、价值观、方法论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对这些重要变

化闭目不视,一味凭老经验老认识照搬照抄 ,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更不符合当下的书法

时代要求的。上述对“旧帖学”中的“行草手札”、“名家”、“墨迹”等进行的分析 ,以及对它们

作为概念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定义进行的揭示 , 即足以构成“新帖学”概念的基本内容体系

与构架。它,可以被看作是“帖学”系统在“与时俱进”的文化背景之下的自我变革与创新之举。

“新帖学”之所以冠名曰“新”,即在于它必须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承传与创新,作为横贯几千年的“帖”与“帖学”历史本体发展的“生命”需要 , 在当代“新

帖学”这个概念群中获得充分的、完整的体现。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存要素,在今后还会继续陪

伴着我们探索与进步。

三、“新帖学”概念的确定与实践指向

文化背景的置换 , 使“帖学”艺术化运动成为可能。“新帖学”提出的学理依据 , 即根植于

此。

以书写文字为标志 ,以文人士大夫书家为标志、以墨迹书写为标志⋯⋯在过去 ,它是含有审

美因子的文化行为,但在今天,它却应该是以艺术表现为主导的专业创作行为。行草手札可以是

帖学的一种表现方式,但肯定不是惟一的方式。行草书体当然还受到我们的尊重 ,但“帖札”不

再是帖学仅有的方式。比如,今天书法家不写尺牍册页而去写条幅对联中堂,但它仍可以是帖学

风格的。这即是说:“帖学”的“帖”,不再是过去那种格式的规定 ,而成为一种美学风格或艺术

创作指向的规定。相比之下,后者的范围要扩大得多,也深入得多。

出于艺术创作目的而选择的艺术形式、风格与技巧的分析、研究乃至开拓与承传 ,为我们带

① 关于书法的走向纯粹艺术创作 , 2006年 7月 8日在日本广岛召开的第五届书法文化教育世界大会上 , 我应邀作

基调演讲。其主报告的题目是《从实用的书法到审美的书法再到艺术创作的书法》, 其中特别提到了应该重现

“审美的书法”不能混同于“艺术创作的书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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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广阔得多也灵活得多的视野。我们可以依如下的思路来构画出广阔与灵活的具体内容:

一、在“新帖学”的形式表现方面 ,依“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 ,广泛收集符合

这三个要素的一些相关参考内容并加以变化之 , 则除了“手札”之外 , 当然还可以有“扇”、

“联”、“片”等传统方式;此外还可以有“长卷”等特殊方式 , 甚至也可以有中堂、条幅等非“手

札”式的但却追求“帖”式风格品味的另类方式。此外,更宽泛的如古代碑版书、墓志书、摩崖书、

简牍书、龟甲书等等外形式以及其他各种非书法的形式 ,都可以为我所用。只要它们都是墨迹 ,

都出自名家之手即可。

二、在“新帖学”的风格展开方面 ,同样依“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 , 除了原有

的二王到宋元士大夫文人手札尺牍之外 , 还可以有行草中的狂草与章草、隶书中的隶草等书体

变化 , 当然还可以有立足于“墨迹”书写的篆隶书楷书———比如我们对欧阳询书风很难接受它

作为帖学之范本①;但对于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之类的归属于帖学 , 却未必

有很大隔阂。它表明:“行草手札”这个概念的内容限定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至于同属行草书

的敦煌残纸书风如《李柏尺牍文书》之类 , 虽然未必有如此高雅的格调 , 但却必然被纳入到“新

帖学”的范围中来,并且在事实上已经涌现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实践者。

三、在“新帖学”的材料选择方面 , 同样依“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 , 除了“墨

迹”的一般表现形态如宣纸墨书的传统之外 , 各种“绢”、“帛”、“陶”、“简”、“石”、“砖”等

等 , 本来也是古代中国书法的传统形态 , 它们虽然大多发生在帖学产生之前 , 但却完全可以在

“新帖学”中合理合法地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在现代新材料的运用方面 ,又何尝不可以开拓思路

兼容并蓄呢? “墨迹”之外的“朱迹”, 或别的符合书法要求的“迹”, 又何尝不可以成为“新帖

学”的一个发展契机呢?

除此之外 , 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有一个“旧帖学”以外的重要的部分 , 也应该作为“新帖学”

书法艺术创作的丰富营养来源。

清代碑学兴起之后,从阮元、邓石如、包世臣、王澍、钱坫以下 ,直到何绍基、赵之谦、杨岘、吴

大澂、康有为⋯⋯横跨三代左右的清代碑学大家们 ,在对待北碑的态度上 ,前后也不尽一致。早

期阮元、包世臣一辈 , 是想汲取真正的北碑营养 , 因此用笔方法大都是追踪刻凿的碑意 , 以笔师

刀,成为一种新颖的方向。而到了何绍基、赵之谦以下,则由于北碑书风也渐成定势,这些高层次

的文人胸次极高 ,不知不觉中开始以高雅精巧的文人意识来化用、改造本属于山野村夫的北碑 ,

于是也即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风格类型———我们称之为是“帖骨碑面”,以碑版为基本格式 ,

但写出来的格调品味 ,却是极为舒卷自如。在这方面 ,最典型的是赵之谦 ,写北碑外形把握极有

准确度 , 但点画挥让之间 , 却毫无荒率犷野的趣味 , 相反却是精致圆熟 , 全然不同于北碑应有的

精神风貌。像这样的北碑其面、南帖其质的方式,在北碑艺术家而言,恐不免“罪人”之讥②,但在

倡导“新帖学”之际 , 或许正是一种难得的新的启示内容———它表明 ,“新帖学”的根源是在

“帖”的传统 , 但它在当下的创作情景中绝不限于原有的“帖”, 取法篆隶北碑本不属于“帖”,

但它仍然有可能构成新的意义上的帖学内容。“新帖学”的来源 ,不但有从二王、宋代文人书法

直到赵孟頫、董其昌 , 还应该有从秦篆汉隶直到北碑唐楷 , 只要能融会贯通 , 只要不失帖学的本

位 , 作为一种应用与化用 ,“新帖学”完全应该海纳百川 , 从历代各家各派的传统经典中寻找发

展与创新的机缘。而拥有这样难能可贵机缘的依据,就是因为“新帖学”不再仅仅是一种泛书写

文化、泛书法文化的形态,而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书法艺术创作的专业形态。

至此 , 我们已可以对“新帖学”提倡的宗旨、理念及历史观 , 以及它对当下书法创作实践所

① 欧阳询的《九成宫》等碑版显然不属于帖学 ,但他的《梦奠帖》似乎又属于这一范围 , 其间的边界 , 或许不能以人

来划分。不过对于褚遂良的技法风格属于南派的帖学 ,书法史学界似乎并未有多少异议。

② 赵之谦写魏碑纯用帖法 ,流畅圆熟 ,遂引得康有为指责他为“北碑罪人”。如“气体靡弱 ,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

靡靡之音者 ,则赵撝叔之罪也”( 事见《广艺舟双楫》·述学第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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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拥有的率引、指导作用,作如下的归纳与梳理:

一、传统的“帖”( 墨迹形态) 的产生,是基于物质意义上的纸张的发明、书写文化的走向大

众,以及青铜冶铸、碑版镌刻的退出实用文字舞台的社会时代变迁。但在当时,“帖”只是一种尺

牍、手札的应用格式 , 并没有如后来学者“碑”、“帖”对应的涵义内容 , 直到唐宋元明横贯两千

多年,大致如此。

二、出于传播经典的需要 ,宋代出现了刻帖。于是 ,就有了以石刻拓制技术来保存古代墨迹

帖札的方式。在此中,刻拓本来是作为印刷复制方式而存在的,但它无意之中却与碑版的刻拓在

技术上走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帖学”的物质形态,它可以与“碑学”形成对应。但很

显然 , 在当时 , 因为它反映的是千古经典 , 它必然是一枝独秀的主流形态 , 而碑学则还不成面目

与架构。

三、清代乾嘉时代 , 由于行草书的烂熟 ,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新鲜的荒村野岭的北碑 , 以

求为书法史进程注入新血液。而正因为倡导碑学新风,于是又提出了一个帖学旧统以作为对应。

帖学的提出,是作为碑学的陪衬而存在的。它对于帖学这个系统本身而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

哀:原有的主流地位遭到了极大的动摇 , 一枝独秀变成了平分秋色 , 甚至在双峰对峙的格局中 ,

它还是一个相对不那么时尚的、相对弱势的一端。但无论如何,清晰的、完整的“帖学”概念与历

史梳理工作,应该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而且令人惊诧的是:它竟是以提出北碑碑学新观念作为

前提条件的,这未免令我们这些研究帖学者感到些许气馁。

四、由清代金石学家提出“碑学”同时带出的“帖学”概念 ,形成了我们所论的“旧帖学”的

基本内涵。在乾嘉时代个性分明的“碑帖分流”的已有认知方式,到了民国以降,被更融合、更含

混、更宽泛的“碑帖结合”的理念所代替。在一个泛泛的“结合”的口号下,又是在原有的写字式

书法观念的制约下,“帖学”也逐渐陷入了缺乏发展动力的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分析下,我们才有机会提出新思路与新构想。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也随

着书法越来越摆脱泛泛的文字书写而走向专业化的艺术创作 ,“新帖学” 的理念也自然而然地

脱颖而出。而由对传统“帖学”的研究所得出的“行草手札”、“名家”、“墨迹”的几个定义支

点 , 也随即获得了真正的学术梳理并被理性地对比出过往的旧涵义与今后的新涵义之间的差

异。立足于“新帖学”,分析出它在以刻拓为参照的“旧帖学”基础上的新的发展指向,从而形成

今后以墨迹与仿真印刷为参照基础的“新帖学”的基本发展轨迹 , 这是当下我们所能作出的最

大努力。

五、作为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类型之一的“新帖学”, 在进行学理架构方面 , 应该考虑到如下

一些要素并以之作为今后的认识、运作实践时的基本原则。

1.关于风格的定性与定位。

顾名思义 ,既名曰“帖学”,则“行草手札”的第一个定位 ,应该得到必须的尊重。它可以有

如下的阐释:首先,在书体上应该是以行草书为主。从二王帖札与西域残纸以下,“帖”的范围应

该不外乎这个规定 ,则“新帖学”当然也可以承继这个规定。倘若可以作一些拓宽 ,则篆隶书中

的篆草、隶草、行楷书,当然也应该是“新帖学”可以参酌应用的内容。此外,即使是正规的隶、楷

书,如赵之谦那样的“帖骨碑面”的做法 ,也可以称为“新帖学”的一种选择。但毫无疑问:在开

拓思维的同时,抓住“帖学”的行书、行楷行草书的根本,还是一个必需的要求。而从这个立场出

发 , 以文人挥洒为中心的士大夫风范与翰墨情性 , 当然也是必须守护的底线。只有有了这个底

线,才会有“新帖学”大发展而不变其内质的可能性。倘若以民间书法中的残纸竹木简牍为取法

对象 , 那它们在形式表现上自然可以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示空间 , 但只要是今天艺术家的书法

创作 , 则必然会有知识人、文人意识的投射 , 因此在总体上说 , 它必定是接近于古代文人类型而

肯定不是工匠镌刻类型的。如何在“新帖学”中建立起“行草”为主兼及隶楷与雅逸为主兼及古

朴笃实的风格特色,仍然是我们积极探索的学术内容。

2.关于形式的引导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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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札”是帖学的又一个事实规定。所谓“帖”学,即是“帖札”之学。历来刻帖所选的,当然

也都不是长卷与条幅,而是寸纸片楮的尺牍帖札。“新帖学”之取“手札尺牍”之外形式,本来好

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且“手札尺牍”长短自如,也最有利于发挥文人士大夫的风雅之趣。

但随着书法的从实用书写( 哪怕是风雅的书写) 转向艺术创作 ,作为视觉艺术创作的作品 ,

再自囿于固定的尺牍手札 , 显然是自找别扭。于是 , 艺术的书法必然要寻找更适合自身艺术表

现、更开放的形式语言。比如在“手札的帖学”之外 , 当然还应该有“条幅的帖学”、“中堂的帖

学”、“斗方的帖学”、“对联的帖学”乃至其他各种外形式的帖学———如果说过去“帖学”主要

是立足于案上书 ,则今后的“新帖学”应该更多地取壁上书的形式表现———这是一个“旧帖学”

未曾多加思考的命题。当然相对于“帖学”在风格、书体上的注重文化含量、以行草书为主的取

继承与守成态势而言 ,在艺术创作形式方面 ,它取的是一种开拓创新 ,丰富多变的姿态。不但是

条幅对联中堂 , 也不仅仅是案上书与壁上书 , 更多的外形式表现如碑碣方式、竹木简牍方式、扇

笺方式或其他方式,都应该被包容在这个形式的引导与拓展的范围之中。它是“新帖学”之所以

确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内容。

3.关于技巧的深化与变异。

“旧帖学”的技巧法则的建立 , 是基于二王手札与历代名臣贤相文人士子的尺牍 , 宋初刻

《淳化阁帖》取的就是这样的类型。但如我在《新帖学论纲》“之一”、“之二”两篇长文中提到

的那样①:由刻帖而形成的“刻拓”式手札 ,其实在技术上却是一种“碑”的形态 ,它是以镌刻、拓

墨以及线条两边刻空的方式来展开的。它的好处 ,是可以拓许多份 ,取代印刷技术之不足 ;但弊

端则是把原有的血肉丰满、表情丰富的线条情态加以平面化与虚化 , 原有的“裹束”、“衅扭”、

“绞转”之古法荡然无存,而平推平拖却成了经典。那么 ,“新帖学”在技巧上的深化 ,首先即是

要厘清这一历史脉络 , 澄清一些历史演变事实 , 在用笔技巧上要深入发掘古法的原意 , 还原

“帖”本身应有的“衅扭”、“裹束”、“绞转”之法并熟练掌握之。此外 ,还应该在深化古法的同

时更加以拓展之 , 比如在点画撇捺与中侧正偏以及圆转方折等技法原则之外 , 对于一些新的用

笔法如刮、擦、扫、揉、簇、节、拖、截等法 , 也不排斥为异端而强调它们在丰富传统笔法体系中的

积极作用。与正规的写字之法相比,这些方法都是“变异”之法,但却是书法的艺术创作( 而不是

写字) 所乐于引为己任的。当然,这还仅仅是限于用笔、运笔的书写技巧 ,再扩大到字法、章法技

巧 ,还可以有更丰富的变异与深化的拓展空间。总之 ,立足于书法艺术创作 ,则技法技巧没有禁

区 , 只要为我所用 , 任何方法都不必有事先的褒贬优劣高下 , 有无价值 , 主要应取决于是否适合

创作应用。

技法的拓展、深化与变异,应该是“新帖学”倡导中最令人关注的关键所在 ,也是确保“新帖

学”之所以“新”、却又立足于“旧帖学”的丰厚基础之上而具有承传性格的根基所在。

4.关于书法创作新元素的介入。

书法从写字、审美活动逐渐走向艺术创作,给今天的理论家与学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从

观念角度上看 , 过去书法是写字 , 是通过书写汉字而传播意义内容 , 直到现在 , 为一件书法作品

标出“李白诗一首”的题目,其实也是这种古老的传播文字意义内容的旧思维在发挥作用。但在

今天 , 书法开始走向艺术创作 , 原有的传播文意的功能被大大削弱 , 在这种新条件下 , 古诗文的

意义表示,必将被艺术创作中的“思想”———构思、主题、立意、内容等新元素所取代。换言之,从

原有的“传递”文意( 文字内容) , 到今天的“表现”作品立意( 构思与主题) , 是一个质的意义

① 关于《新帖学论纲》总共有一组三篇长文。第一篇《新帖学论纲之一:对古典“帖学”史形态的反思与“新帖学”

概念的提出》, 发表于《文艺研究》2006 年第 10 期 ;第二篇《新帖学论纲之二 :从唐摹“晋帖”看魏晋笔法之本

相》,发表于《上海文博》2006年第 2期并参加上海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主办的中日书法国际学术研讨

会作会议发言;第三篇《新帖学论纲之三:“新帖学”的学术来源与实践倡导诸问题》, 即是本文。三篇论文大致

勾画出了“新帖学”这一理念可能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学术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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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创作转型。相比于原有横贯几千年的书法而言 ,相比于同样古老的“旧帖学”而言 ,它是一

种不折不扣的“新”的要求。它所触及的,是各种艺术创作过程中必须的“新元素”,它所要确立

的,正是作为艺术创作的“新帖学”。

“形而下”的物质意义上的“新元素”也有不少。比如关于材料的选择 ,比如关于装裱外形

式的变化 , 比如关于展示方式的改革⋯⋯就这样 , 从“形而上”的创作思想即构思、主题、立意、

内容等抽象元素,到“形而下”的创作物质基础如材料、外形式、展示方式等具体元素 ,只要过去

书法没有的、只要是“旧帖学”所没有的,都可以被看作我们所提倡的“新元素”———这些“新元

素”多了,“新帖学”的存在,也就有了充分的学理依据与现实作品依据。

综上所述 ,“风格的定位与定性”的偏于坚守本位 ,“技巧的深化与变异”也较多地关注发

掘古典,“形式的引导与拓展”与“创作新元素的介入”则更注重于变革与开拓。这些不同侧重

不同价值取向的指标汇聚起来 ,即构成了一个当代“新帖学”的丰富体格。它有立体的多侧面的

形态 , 它与古典的“旧帖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承传关系 , 它又在许多方面与“旧帖学”有着明显

的区别。有正有反,有承有变,“新帖学”的冷静与理性,足以保障它是有足够生命活力的。

余 论

有机缘走向一个“新帖学”的迷人世界 ,是当代书法家的运气。“帖学”作为一个固定的概

念,从清代中叶开始算起,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而从“帖”之学开始算起,则上限或到魏晋或到

宋初,至少也有一千多年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有这样悠久的历史积累,自然会遇到一个是否能

革故鼎新、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的问题。“新帖学”的提出,正逢其时。没有这一百年来的风云激

荡以及在书法方面的文化背景专业背景大转换 ,我们还未必会有这样的机遇。而在今天书法日

益走向公共空间、成为“展厅文化”的一部分之时①, 我们对“新帖学”的定位 , 正是一个认真继

承传统、与时俱进、不断激活“帖学”生命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帖学”所面对的问题

和所作出的思考、所求得的结论 , 不仅仅是“帖学”本身的问题 , 而更多地表现为是一个“全书

法”的问题。它所具有的意义、价值指向,必定会在当代史上投射出更深刻、更广阔的影响来。

追究其统系与来源,则是以文人书法与民间书法并举 ,以经典书法与草根书法并举;研究其

当下的存在方式 , 则是以“名家”、“墨迹”为基本形态 , 植根于当代作为艺术创作的书法理念 ,

广泛开拓从风格表现、形式表现到技巧表现以及创作新元素的介入⋯⋯这就是“新帖学”目前

所取的立场与姿态。它是当代书法创作的一支主要力量 ,它有着深厚的( 旧帖学) 传统支撑 ,但

同时它又是创新的、在理念与意识上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新军”突起 ,正是当代书法创作有活

力的重要标志。

(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金宁

① 关于书法走向展厅文化时代 , 我曾发表一篇长文 , 题为《关于当代书法创作“展厅文化”现象的综合研究》, 载

《书法研究》200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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